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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道德无涉领导的产生原因及其双刃剑效应* 

刘  燕 1  刘晴晴 1  任  磊 2 

(1 江南大学商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2 无锡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05) 

摘  要  为什么现实中很多领导者对商业活动中的伦理议题不指导和不回应？下属对此又会作出何种反应？

该研究基于情境强度理论探讨道德无涉领导的影响因素及形成原因, 运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工具−道德认

知框架探讨道德无涉领导对多层次工作绩效产生的双刃剑效应及其过程机制, 并从观察者视角识别道德无涉

领导影响结果的情境条件, 如领导高绩效要求、团队感知的领导底线心态等。通过对道德无涉领导产生机制

及影响结果的系统化研究为组织针对道德无涉领导的管理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  道德无涉领导, 底线心态, 道德脱钩, 工作绩效, 工具–道德认知框架 

分类号  B849: C93 

1  问题的提出 

2022 年 1 月, 沃尔玛公司因山姆会员商店

APP 五星自动好评存在欺骗、误导消费者问题而

被市场监督部门罚款 30 万元。我们不妨借此案例

来推测一下导致该事件发生的领导责任： 

情形一：领导者布置任务时要求程序员所设

计的 APP 系统必须展示真实的顾客评价信息, 不

能“挖坑” “玩套路”引诱消费者发生购买行为(该

案例显然缺乏这样的道德领导过程);  

情形二：领导者鼓励、引导或暗示程序员设

计自动默认五星好评系统, 并将默认五星好评自

动计算在好评率里进行展示, 精心设计以误导消

费者“上当”并且自我免责(悲观地说案例背后很

可能存在这种不道德领导过程);  

情形三：领导者在布置任务时强调界面好看、

使用方便、重要信息醒目等业务方面的要求, 对

该系统设计可能包含的伦理问题和后果缺乏关注

或未予指导(这种道德“不作为”的领导过程似乎

更是日常管理中的普遍现象)。 

正如生活中的事情不是非好即坏, 基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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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方式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上述案例推理中

的前两种情形分别为明显正确的道德领导和明显

错误的不道德领导, 第三种情形则是本研究聚焦

的道德无涉领导(amoral management)。道德无涉

领导处于道德和不道德领导之间, 属于管理实践

中的“大多数” (Carroll, 1987)。综合已有研究对道

德无涉领导内涵的阐述(如 Carroll, 1987; Greenbaum 

et al., 2015; Quade et al., 2022), 任磊等(2022)将道

德无涉领导定义为领导者持续性地不回应下属关

于伦理的议题, 也不用语言和行动通过沟通、示

范和奖罚展现工作中的伦理要求。道德无涉领导

者不一定缺乏伦理意识和道德认知**, 他们可能只

是认为商业领域的规则与生活领域不同, 只需在

做出决策时符合法律的最低要求 , 不需要在决

策、行为和行动中考虑道德因素(Carroll, 1987)。

这意味着道德无涉领导的个人特征具有道德模糊

性, 即使有道德的个人也可能选择实施道德无涉

领导。高程度的道德无涉领导表现为持续的道德

“不作为”, 即领导工作中始终缺乏道德考量和道

德指导, 并且回避下属的道德疑问。如, 在下属工

作涉及伦理时, 领导者不介入或不指导; 在需要

                     

** 本研究不对“伦理”与“道德”做区分, 二者表达同样的意

思, 根据习惯用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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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道德决策时 , 领导者保持中立或回避责任

(Quade et al., 2022)。 

在实践中, 或许是道德无涉领导现象太过普

遍, 常见报端的道德丑闻也很少被归因为道德无

涉领导; 学者主要关注道德领导(如伦理型领导)

和不道德领导(如辱虐型领导) (例如：赵书松 等, 

2020; 张永军  等 , 2016; 申传刚 , 杨璟 , 2020; 

Treviño et al., 2003), 而严重忽视了对道德无涉领

导的研究。仅有极少量学者在概念和理论层面对

道德无涉领导进行了探讨 (例如 Carroll, 1987; 

Treviño et al., 2003; Greenbaum et al., 2015)。直到

最近, Quade 等(2022)开发了道德无涉领导的量表

并验证了其对下属非伦理行为的促进作用; 任磊

等(2022)发现这种影响在高竞争背景下尤其显著。

除此之外, 道德无涉领导的实证研究处于一片空

白的状态, 使人们对这种拥趸者众多的领导方式

缘何发生以及影响结果知之甚少。管理者为何选

择实施道德无涉领导？道德无涉领导对下属的工

作表现产生建设性影响还是破坏性影响？这些影

响产生的过程机制及潜在的边界条件是什么？以

上问题亟待引起实践者与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

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情景强度理论和社会信息加

工理论提出多层次的理论框架对道德无涉领导的

前因与后果加以探讨。 

2  文献回顾 

2.1  道德无涉领导的概念发展、定义及测量 

道德无涉领导的概念最早由 Carroll (1987)提

出, 与道德领导和不道德领导并列组成三种道德

领导类型。Carroll (1987)说明道德无涉领导并不

是道德领导与不道德领导统一连续体的中间地带, 

它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质。如果说道德领导是白色

(明显正确), 不道德领导是黑色(明显错误), 道德

无涉领导就是灰色(中间状态)。道德无涉领导既不

像不道德领导(immoral leadership)那样绕过法律

界限为公司或个人谋利(Brown & Mitchell, 2010), 

也不像道德领导(moral leadership)那样遵守法律

和道德规范(Brown et al., 2005), 合法合规是道德

无涉领导认可的商业活动边界 (Carroll, 1987; 

Entwistle & Doering, 2023)。Carroll (1987)根据大

量的管理者行为统计报告、伦理研究报告以及与

企业管理者的多次讨论发现, 道德无涉领导、道

德领导和不道德领导者的数量在商业领域中所占

的比重呈正态分布, 居中的大多数为道德无涉领

导。Carroll (1987)将道德无涉领导分无意和故意

两种类型, 无意的道德无涉领导者出于缺乏道德

意识和道德认知, 因而在道德问题上表现出无知

和随意(这不是本研究关注的对象); 而故意的道

德无涉领导者不一定缺乏道德意识和认知, 他们

可能是一些“好人”, 但为了追求底线绩效而故意

忽略在此过程中涉及的道德问题。如果说道德无

涉领导管理有道德指南的话, 那就是受法律条文, 

而非法律精神的约束, 他们把法律底线看作是划

定商业活动的边界 (Carroll, 1987; Entwistle & 

Doering, 2023)。  

在道德无涉领导概念提出十多年后, Treviño

等(2003)对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的伦理官员进行

访谈以研究伦理和领导力, 将领导者在伦理上的

表现划分为伦理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非伦

理型领导(unethical leadership)和伦理中立型领导

(ethically neutral leadership)。其中, 伦理中立型领

导指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导者, 只关心自己和组织

的底线利益而不关心他人或伦理(Treviño et al., 

2003), 这与 Carroll (1987)对道德无涉领导特征的

描述基本一致。不过, 一些学者认为, 道德中立只

是管理者的意愿或幻想, 因为对道德的漠视和回

避在观察者看来已经构成了一种选择, 而这种选

择给道德问题留下了灰色空间 (Laasch et al., 

2019)。然而, 无论是伦理中立型领导还是道德无

涉领导, 他们的表现特征都只是学者从行动者视

角进行的描述, 在观察者眼中并不能看到道德无

涉领导实施背后的目的和动机。另外, 由于下属

对领导者的感知可能会与领导者个人的实际特质

有偏差, 尤其道德无涉领导可能是一种主动的选

择, 并不代表行动者是真正的无道德者, 这使得

道德无涉领导的概念缺乏一个清晰的边界。 

因此, Greenbaum 等(2015)对道德无涉领导的

概念进行了完善和界定。管理者有可能实际上支

持伦理, 但是没能用语言和行动突出表现对伦理

议题的支持, 使得下属难以感知到领导对伦理问

题明确的态度。因此 , Greenbaum 等(2015)结合

Carroll (1987)的道德无涉领导和 Treviño 等(2003)

的伦理中立型领导概念, 将道德无涉领导界定为

管理者没有使用伦理沟通和明确展示伦理实践以

支持社会性突显的伦理议题。这一定义传达两个

主要的内涵：一是道德无涉领导者未能使用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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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明确地展示道德管理实践, 可能被下属感知

为无道德; 二是道德无涉领导者的个人道德特征

缺乏清晰度。管理者本人可能具有道德特质, 但

选择在领导过程中不考虑伦理, 也就是说, 即使

是“好人”也可能实践道德无涉领导。相比之下 , 

Treviño 等(2000)提出的道德领导的“双支柱模型”

包括道德的人和道德的管理者两个要素, 体现了

人与管理的内在一致性。而道德无涉领导的定义

不体现人与管理的一致性。高程度的道德无涉领

导表现为领导者在工作场所持续地放弃对伦理的

考量, 即并不是单次地对伦理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规避伦理疑问在管理实践中是常态(Quade et al., 

2022); 而低程度的道德无涉领导并非是高程度道

德无涉领导的反面, 低程度的道德无涉领导也可

能表示该领导是伦理型或非伦理型的。 

建立在 Greenbaum 等(2015)的定义基础上 , 

Quade 等基于观察者的视角、使用了严谨的科学

方法开发了道德无涉领导的测量工具。量表共有

4 个条目, 由员工对上司的领导方式进行评价：(1)

我的上司在我的工作过程中出现道德疑问时不介

入; (2)我的上司在我的工作出现道德疑问时缺席; 

(3)我的上司在需要做出道德决定时保持中立; (4)

我的上司回避涉及道德考量的责任。Quade 等对

该量表进行了检验, 证实其具有良好的信度, 而

且与伦理型领导、自由放任型领导和辱虐型管理

等均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2.2  道德无涉领导与道德领导及不道德领导的

区别 

Carroll (1987)对比了道德领导、不道德领导和

道德无涉领导在伦理规范遵守、动机、目标、法律

导向和策略层面的特征, 如表 1 所示。相较于道德

领导和不道德领导对于伦理问题的态度有鲜明的立

场, 道德无涉领导在伦理立场上是模糊不清的。 

道德领导与道德无涉领导的实践正相反。从

管理方式上看, 道德领导是道德管理者, 通过使

用伦理沟通, 向下属强调伦理议题, 同时善于听

取下属意见(孙健敏, 陆欣欣, 2017); 同时, 道德

领导展示伦理实践, 利用奖赏、惩罚措施践行道

德标准(张笑峰, 席酉民, 2014)。而道德无涉领导

不仅缺乏伦理沟通, 也缺乏伦理实践的可见性展

示(Greenbaum et al., 2015)。另外, 道德领导者具

备道德特质, 而道德无涉领导者是否具有道德特

质是模糊的。道德无涉领导者也可能并非是自私

的或完全忽视道德问题而仅关注底线利益, 但是

由于不用语言和行动突出表现对伦理议题的支持, 

容易被下属感知为无道德(Greenbaum et al., 2015)。

道德无涉领导与不道德领导实践也大不相同。不

道德领导代表性的领导方式有辱虐管理(Tepper,  

 
表 1  不道德领导、道德无涉领导和道德领导的特征 

特征 不道德领导 道德无涉领导 道德领导 

伦理规范 管理决策、行动、行为显示

出对道德 (伦理 )的反对 ; 决

策与公认的伦理准则不符 , 

隐含对道德的积极否定 

管理既不是道德的 , 也不是不道德的 , 

只是不涉及道德 , 决策在道德判断适

用的范围之外 ; 管理活动超出特定道

德秩序 ; 无意无道德意味着缺乏伦理

感知和道德意识 

管理活动符合道德或权利、行为的

标准; 符合公认的职业行为标准 

动机 出于自私。管理层只关心自

己或公司的收益 

出于善意但表现自私 , 不考虑对他人

的影响 

动机是善意的。管理层想要获得

成功 , 但只在健全的道德规范(公

平、正义、正当程序)的范围内 

目标 不惜任何代价获得利润和组

织成功 

目标是盈利能力, 不考虑其他目标 在遵守法律和道德标准的范围内

获得利润 

法律导向 法律标准是管理层实现目标

必须克服的障碍 

法律是道德指南 , 遵守法律条文约束

的底线。核心问题是我们可以合法的做

什么 

遵守法律的规定和精神。法律规

定是最起码的伦理要求 , 实际行

动高于法律的底线规定 

策略 利用机会为公司获利 , 走

捷径  

经理可自由发挥 , 个人道德只有在管

理者选择的情况下才适用。响应法律的

要求 

依据良好的伦理标准行动。当伦

理困境出现时, 承担领导职责。是

开明的利己主义 

资料来源：Carrol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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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破坏型上司(Duffy et al., 2002)、专制领导

(Ashforth, 1994)等。不道德领导缺乏积极的道德

特质, 而道德无涉领导者的道德特性具有模糊性; 

不道德领导采取不道德的管理方式, 破坏组织规

则和伦理(刘晓琴, 2014), 而道德无涉领导者是对

具有道德内涵的议题持续地不回应, 不涉及主动

违反和破坏组织规则和伦理。 

2.3  道德无涉领导的前因与后果研究 

道德无涉领导的前因与后果的研究尚处于理

论推断的层面 , 仅有 Quade 等 (2022)和任磊等

(2022)实证检验了道德无涉领导的消极影响。

Greenbaum 等(2015)提出 , 当领导者预期实践道

德领导可能产生威胁时, 会促使领导者采用道德

无涉领导。这种预期的威胁包括：一是领导者职

业目标的实现, 如表现出胜任力、正直、保持团

队内部和谐以及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二是领导者

社会目标实现, 如降低受欢迎程度和社会资本。

另外, 年资较短的领导者坚持道德可能会受到更

大的阻力; 强工具性伦理氛围下, 领导会更加注

重个人和组织的底线成功而忽视伦理, 从而选择

道德无涉领导。Greenbaum 等(2015)对道德无涉领

导影响结果也进行了理论的研究。他们基于行动

者的视角指出, 道德无涉领导在外部条件影响下

可能增强道德动机并进而表现出道德领导行为。

外部条件指伦理事件的道德强度和伦理联盟

(coalition for ethics)的存在。Quade 等(2022)基于

观察者视角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 当下属感知到

领导的道德无涉领导时, 会降低自身的道德勇气, 

进而增加非伦理行为。伦理氛围加强道德无涉领

导与道德勇气的关系, 进而加强道德勇气的中介

作用。这是因为高伦理氛围传达了明确的道德规

范, 道德无涉领导的道德模糊性因此而显得更为

突出, 使下属认为领导者故意漠视道德, 不愿意

支持道德, 因而更加丧失道德勇气, 最后促进非

伦理行为的产生。任磊等(2022)基于目标屏蔽理论

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 道德无涉领导通过加强下

属的底线心态进而促进下属的非伦理行为, 这种

影响在高竞争背景下尤其显著。关于道德无涉领

导的形成机制和多层次双面性的影响结果的探讨

几乎是空白。 

2.4  文献述评 

(1)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商业道德丑闻吸引了学

者的注意力, 推动了(不)道德领导的研究并产生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 尽管道德无涉领导是

一种比(不)道德领导更为常见的领导方式, 却被

道德领导力的研究领域长期忽视。仅有少量研究

从概念和理论层面对道德无涉领导进行了探索 , 

实证研究在国内外刚刚起步。这种广泛存在的领

导方式为何产生及影响结果不得而知。 

(2)已有研究探讨了道德无涉领导的产生原因, 

如出于竞争和追求业绩的需要和商业游戏规则的

要求, 以及担忧社交目标和职业目标受到威胁等

(如 Carroll, 1987; Treviño et al., 2003; Greenbaum 

et al., 2015)。但以上研究不仅显得单薄和片面, 而

且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未加以实证检验, 领导

者个体特征及情境因素如何影响道德无涉领导的

产生需要学术界提供理论的解释和实践的指导。 

(3) Quade 等(2022)学者已清晰界定了道德无

涉领导的操作性定义从而为实证研究奠定了基

础。然而, 从道德无涉领导的表现特征来看, 这种

道德“不作为”的领导方式与其它具有鲜明特征的

领导方式不同, 下属解读道德无涉领导的模糊道

德信号存在多种可能性, 需要借助包容性强的理

论建立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以深入探讨这种领导方

式的影响结果、影响过程和影响情境。 

3  研究构想 

3.1  研究概述 

本研究拟采用问卷调查、实验和案例分析等

研究方法, 对道德无涉领导的产生机制和双刃剑

效应展开研究。 

在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方面, 我们探讨领导

者的个人特征和情境特征如何交互作用对道德无

涉领导产生影响。Carroll (1987)说明道德无涉领

导者并非一定是缺乏道德之人, 只是他们认为商

业领域的游戏规则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不同, 重

要的是合理合法地赢得竞争, 而不需要在决策、

行动中强调道德元素。受此启示, 我们认为领导

者的底线心态(工具特征)和道德脱钩(道德特征)

是反映以上认知的重要个体变量; 市场竞争(外部

特征)和组织竞争氛围(内部竞争)是商业实践中重

要的情境变量。基于个体−情境交互作用模型和情

境强度理论, 本研究提出以上个体特征和情境特

征均为影响道德无涉领导的重要因素, 强的市场

竞争和组织竞争氛围调节底线心态及道德脱钩对

道德无涉领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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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结果方面, 已有研究推论道德无涉领

导出于管理者为保证绩效目标实现的考虑 (如

Greenbaum et al., 2015; Brown et al., 2005), 同时

也强调这种领导方式可能导致不道德行为发生

(如 Greenbaum et al., 2015; Laasch et al., 2019; 

Quade et al., 2022), 提示我们道德无涉领导在特

定领导情境下存在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双面影响。

一方面, 基于已有的理论研究推断, 道德无涉领

导之所以广受拥趸是因为其有利于确保绩效目标

的实现(Greenbaum et al., 2015; Brown et al., 2005), 

我们因此假设并验证道德无涉领导在特定情境条

件下如何对下属工作绩效发挥积极作用。需要说

明的是, 不道德领导可能存在同样的绩效目标取

向, 但不道德领导违法和违背道德的领导方式会

破坏员工努力工作的动机, 因而缺乏理论和实践

的基础认为其对工作绩效存在促进作用。另一方

面, 由于道德无涉领导的道德“模糊性”给下属解

读领导者意图留下了认知空间, 因此可能通过不

同的心理机制降低下属的工作绩效, 甚至为了取

得绩效而从事非伦理行为。我们基于社会信息加

工理论和工具—道德认知框架, 建立了多个道德

无涉领导影响个体和团队绩效的双刃剑效应模型, 

既包括员工的任务绩效和为了实现任务绩效而产

生的不道德权宜行为, 又包括导向顾客的服务绩

效和导向顾客的非伦理行为, 借以呼应在前因研

究中所强调的组织竞争和市场竞争。 

另外, 由于道德无涉领导向下属传递领导者

不关心和不要求道德的信号, 这一信号虽然对员

工的(非)伦理行为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 但与员

工工作绩效的关系并不直接, 我们因此将道德无

涉领导的影响过程放在特定情境条件下加以考

察。在个体层面, 我们关注领导高绩效要求对道

德无涉领导影响的调节作用; 在团队层面, 我们

关注团队成员对领导底线心态的共同感知对道德

无涉领导影响过程的调节作用。探讨高绩效要求

和领导底线心态对于道德无涉领导影响的调节作

用是必要和有理论意义的, 因为其帮助员工澄清

领导道德无涉管理的原因, 从而做出相应的心理

反应和行为决策。 

本研究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接下

来简要论述我们所构建的理论框架。 

3.2  研究 1：道德无涉领导的产生机制——个体–

情境交互作用视角 

行为是个体差异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已有理论研究指出, 经理人常常认为商业游

戏规则应遵从胜者为王, 管理者只有以绩效为中

心、不被道德要求所分心, 才能表现出卓越的管

理效力及做出业绩(Greenbaum et al., 2015), 这种

认知导致实践中大多数经理人实施道德无涉领导

(Carroll, 1987)。这些研究结论提示我们, 领导者

如何看待业绩和如何看待业绩与道德的关系是两

个重要的影响道德无涉领导的个体特征; 而内外

部的竞争特性是道德无涉领导发生的重要背景。

我们因此选取领导底线心态(工具特征, 表明个体

对业绩的看重程度)和道德脱钩(道德特征, 表明

个体对绩效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判断)作为探讨道 

 

 
 

图 1  道德无涉领导的产生机制和双刃剑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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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道德无涉领导的产生机制理论模型 
注：实线代表正向影响; 虚线代表负向影响 

 

德无涉领导的两个个体前因, 并将这两种个体特

征放在市场竞争(外部竞争)和组织竞争氛围(内部

竞争)情境下加以考察。基于情境强度理论构建的

个体−情境交互作用的理论模型如图 2 所示。 

3.2.1  底线心态、道德脱钩与道德无涉领导 

底线心态(bottom-line mentality)是一种确保

工作底线结果而忽视其他备选项的单维思维方式, 

驱使个体以一种固定的行为范式行动, 即只专注

于某种底线结果(Greenbaum et al., 2012)。高底线

心态的领导者注意力仅集中于利润的获取, 而忽

略坚持多重价值以确保组织长期成功的重要性

(Wolfe, 1988), 确保底线结果也是保证个人成功

的最优先的方式(Bonner et al., 2017)。因此, 高底

线心态的领导者在管理中强调底线目标, 并推动

下属大力追求底线目标(Mesdaghinia et al., 2019)。

这种对底线的强烈、单一的关注会创造一种竞争

性的无涉道德的管理方式(Wolfe, 1988), 因此, 底

线心态促进道德无涉领导。 

道德脱钩(moral decoupling)是指人们有选择

地将他们对绩效的判断与对道德的判断分离开来

(Bhattacharjee et al., 2013)。高道德脱钩的人表现

为可以承认一个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但仍然认

为这个人是好的绩效表现者 (Haberstroh et al., 

2017)。道德脱钩领导者认为对工作表现的判断应

该与道德判断分开, 即使一个下属的行为不符合

职业道德 , 他 /她仍然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员工

(Fehr et al., 2019)。因此, 高道德脱钩领导者会认

为管理的有效性表现在部门或团队所取得的绩效; 

如果没有取得经济绩效, 就会被评价为无效管理

者。道德脱钩因而促进道德无涉领导。 

3.2.2  组织竞争氛围、市场竞争与道德无涉领导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人们之所以注意环

境线索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必要的指导, 以帮助人

们有效地在社会环境中进行决策 (Salancik & 

Pfeffer, 1978), 我们提出内外部竞争状况是重要

的环境线索, 推动道德无涉领导的发生。 

组织竞争氛围指员工认为组织奖励取决于他

们与同伴的绩效相比较的程度 (Brown et al., 

1998)。当组织竞争氛围较强时, 表明组织提供了

突出的线索和行动的规范鼓励成员追求高绩效。

高竞争氛围让领导者感知到自己要得到认可和奖

励需要表现得比同级领导者更好, 而这依赖于所

管理团队的工作绩效来实现。在高竞争氛围背景

下, 领导者关注道德就无法对经济绩效起直接促

进作用, 还可能会受到下属的反对, 因为下属为

了达到高绩效要求往往会需要借助于一些打擦边

球的手段(Greenbaum et al., 2015)。这些社会线索

促使管理者倾向于用道德无涉领导代替道德领导。 

领导者负责带领下属实现部门目标及组织目

标(Horton et al., 2014)。当外部市场竞争激烈时, 

组织面临生存的高不确定性和达成组织目标的威

胁, 这两者均为吸引领导注意力的线索(Nadkarni 

& Barr, 2008)。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 组织更有可

能设计基于绩效的奖酬机制以激励领导者为实现

组织目标而拼博, 这种机制进一步加强领导者对

经济目标的关注。领导者认为效率和利润最大化

应该放在决策的首位, 而对利润目标的强调往往

会淡化对手段的关注, 导致领导者在管理中淡化

和忽略道德要求, 因而导致道德无涉领导。 

3.2.3  组织竞争氛围/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 

情境强度理论指出, 特质转化为行为的方式

取决于情境的强度, 情境强度越高, 情境对特质

的抑制越强 , 特质对行为的影响则被削弱(Weiss 

& Adler, 1984)。我们预测强竞争情境(即高组织竞

争氛围和市场竞争)削弱管理者个体特征(底线心

态和道德脱钩)对道德无涉领导的促进作用。当组

织竞争氛围增加时, 所发出的信号不仅要求领导

者关注部门工作绩效, 而且工作绩效与领导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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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济利益和职业发展的关系密切相关(Spurk 

et al., 2019), 这种背景代表了一种强情境。即使领

导者不具有高的底线心态和道德脱离, 他/她也会

相信只有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绩效的争取上, 

激励下属想尽办法努力创造绩效而不要在道德管

理上分心, 才会产生具有竞争力的高绩效。 

当市场竞争激烈时, 传达的信号关系到组织

的生存和发展、领导者和下属的收入及工作保障, 

构成工作的强情境。在市场竞争强的情况下, 即

使管理者没有高的底线心态和道德脱钩, 他/她也

会基于对市场竞争的理解而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绩

效的取得上, 并淡化道德管理助力组织竞争优势

的获取。相反, 在弱的组织竞争氛围和市场竞争

条件下, 领导者不会面对内外部的生存与发展压

力 , 此时底线心态和道德脱离作为领导者自身

的特质就会被激活而对道德无涉领导产生更大

的作用。 

3.3  研究 2：道德无涉领导对下属工作绩效和非

伦理行为的双刃剑效应 

从组织内竞争的视角出发, 我们以企业中的

员工为研究对象, 将道德无涉领导与下属任务绩

效的关系放在领导高绩效要求背景下加以探讨。

领导高绩效要求会明确化道德无涉领导行为的原

因和意图, 并通过不同的路径对下属工作投入及

绩效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结合已有的理论研

究所推测的积极作用, 以及实证研究所发现的消

极作用, 本研究预测道德无涉领导可能通过工具

认知和道德认知两条路径对下属工作投入及任务

绩效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刃剑效应; 本研究同时

也预测道德无涉领导通过以上心理机制对任务绩

效和权宜行为同时产生促进作用, 形成另外一种

双刃剑效应。本研究所建立的双刃剑效应整合模

型如图 3 所示(可根据未来研究需要选择聚焦相应

的理论模型)。 

3.3.1  高绩效要求的道德无涉领导对下属任务绩

效的积极影响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领导为了生

存和发展往往制定出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绩效要

求, 并将这些绩效要求转化为每个工作团队及每

位员工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Locke & Latham, 

2002)。如果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传达高绩效要求

的同时又采用道德无涉领导方式, 这相当于不仅

向员工传达领导者优先考虑的是完成任务绩效的

信息, 而且同时也传达了道德绩效并不被领导者

关注的信息。当高绩效要求较高时, 道德无涉领

导会促使下属将精神聚焦于绩效(Mental focus on 

performance)以求达成上司要求的绩效目标。当高

绩效要求较低时, 下属从观察者视角推测领导的

道德“不作为”并不是出于绩效优先于道德的原则, 

下属因此不会产生要紧紧围绕绩效而努力的认知

状态, 从而减少对于绩效的关注。 

当下属精神专注于绩效时, 会将身心更加投

入在工作任务中, 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或投入其它

资源加强工作投入从而提高任务绩效。已有研究

发现 , 精神专注于绩效可以预测任务参与 (Lee 

et al., 2003); 被任务以外的担忧而分散注意力则

会导致缺乏足够的认知资源完成任务(Kanfer & 

Ackerman, 1996)。因此, 精神专注于绩效会提高

下属工作投入并提升任务绩效。进一步而言, 较

高的高绩效要求加强道德无涉领导通过下属精

神专注于绩效而对工作投入和任务绩效产生促

进作用。 

 

 
 

图 3  道德无涉领导对任务绩效和权宜行为的双刃剑效应 
注：实线代表正向影响; 虚线代表负向影响。该图包含两个双刃剑效应模型, 一是道德无涉领导对任务绩效的积极和消极影

响; 二是道德无涉领导对任务绩效和不道德权宜行为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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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高绩效要求的道德无涉领导对下属任务绩

效的消极影响 

人们在工作中面临两种类型的道德困境：一

种是不知道工作中什么是正确或错误的做法, 另

一种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却不知道是否要采取相

应的行动(Nash, 1990)。人们在寻求有关道德和不

道德行为的指导时, 往往会向他们的上司寻求指

导(Brown et al., 2005)。道德无涉领导的道德“不作

为”使下属无法获得道德指导 , 因而会产生道德

决策的压力, 即工作中面临伦理困境而带来的压

力(Huhtala et al., 2011)。如果道德无涉领导既不给

予下属伦理指导, 又希望下属在不违反底线的情

况下提高绩效 , 那么当下属遭遇绩效−道德困境

时, 就会产生绩效−道德两难压力。 

绩效−道德两难压力很难应对：如果不能满足

绩效的要求则工作可能失去保障, 还会造成低自

我评价和领导及同事的低评价; 而做错事却可能

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和组织代价, 这种左右为难

的压力已被证明会促进员工的情绪耗竭和降低工

作投入(Huhtala et al., 2011), 低的工作投入必然

导致任务绩效降低。因此, 在高绩效要求条件下, 

道德无涉领导对下属绩效−道德两难压力所起到

的促进作用会经由降低的工作投入而损害任务绩

效。相反, 在低程度的高绩效要求条件下, 道德无

涉领导使下属遭遇绩效−道德两难的压力也较低 , 

从而进一步降低对工作投入和任务绩效的负面

影响。 

3.3.3  高绩效要求的道德无涉领导对下属权宜行

为的促进作用 

权宜行为被视为有效处理业务的一种灵活方

式(Greenbaum et al., 2018; McLean Parks et al., 

2010), 其主要目的是快速、走捷径地完成组织规

定的绩效目标, 而不是危害组织或者组织中的其

他成员 , 因此权宜行为的非伦理性往往不被重

视。高绩效要求的道德无涉领导既不给予下属伦

理指导, 又对绩效提出了高要求, 下属将精神高

度聚焦于绩效, 或者面临绩效−道德两难压力。前

者因忽略伦理要求而可能采取不道德的权宜行为

以取得绩效, 后者因压力可能会寻求道德解脱或

道德正当性而导致实施权宜行为。当领导高绩效

要求水平较低时, 下属不会将精神仅专注于绩效, 

其绩效压力也相应降低(Welsh & Ordóñez, 2014)。

即使领导者未能实践道德准则和对下属做出道德

表率, 下属也不太可能为了促进绩效而发生非伦

理的权宜行为。 

3.4  研究 3：道德无涉领导对顾客绩效的双刃剑

效应 

从市场竞争的视角出发, 我们以面向顾客的

销售团队为主要研究对象, 建立了包含两个双刃

剑模型的整合模型(可根据未来研究需要选择聚

焦相应的理论模型)。一是探讨在团队感知领导底

线心态条件下, 道德无涉领导如何通过团队共享

的底线义务而促进团队顾客服务绩效和团队导向

顾客的非伦理行为; 二是探讨道德无涉领导通过

团队共享底线义务产生对顾客服务绩效的促进作

用, 也通过降低团队角色伦理性感知而产生导向

顾客的非伦理行为。本研究建立的理论模型如图

4 所示。 

3.4.1  团队感知的领导底线心态条件下道德无涉

领导通过团队共享底线义务对团队顾客服

务绩效的积极作用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道德无涉领导使下 

 

 
 

图 4  道德无涉领导对团队顾客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注：实线代表正向影响; 虚线代表负向影响。该图包含两个双刃剑效应模型, 一是道德无涉领导通过团队共享底线义务同时

促进顾客绩效和导向顾客非伦理行为; 二是道德无涉领导通过团队共享底线义务促进顾客服务绩效和通过降低团队角色伦

理性而促进导向顾客的非伦理行为。 



第 3 期 刘  燕 等: 道德无涉领导的产生原因及其双刃剑效应 429 

 

 

属认为领导者不关注商业道德(Greenbaum et al., 

2015), 但并不能使团队成员感知到顾客服务绩效

是重要的, 除非道德无涉领导发出有关绩效重要

性的信号。领导底线心态就是这样一个发出强烈

信号的条件变量, 认为强调底线目标是激励员工

生产力的一种方式(Latham & Locke, 2007)。当上

司的底线心态在团队层次被成员共同认知为较高

的情况下, 表明销售团队领导强调实现底线目标

的重要性, 明确对经济绩效的期望, 并通过发布

简明、直接的工作指令减少团队成员对于任务的

不确定性(Babalola et al., 2021)。此时, 销售团队

成员会认为道德无涉领导之所以忽视道德是因为

将全部身心投入于完成底线任务, 使得团队成员

认识到底线目标具有压倒一切(包括道德)的重要

性 , 从而通过回应上司的要求而增加感知的底

线义务。 

团队顾客服务绩效是团队整体在顾客服务上

的表现, 是组织盈利能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

部分。团队共享的底线义务一方面可能促进团队

努力实现符合主管底线期望的行为, 如促使团队

整体及时回应顾客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加强与

顾客的人际互动以促进达成生意 , 提高销售额 ; 

也会促进团队在达成生意以后进一步提供售后服

务, 以增加顾客的回头率。进一步而言, 团队感知

领导底线心态调节道德无涉领导经由团队共享底

线义务而对团队顾客服务绩效产生的正向间接关

系。高团队感知领导底线心态使这一间接关系较

强, 反之则较弱。 

3.4.2  团队感知的领导底线心态条件下道德无涉

领导通过团队共享底线义务对团队导向顾

客非伦理行为的促进作用 

为了促进底线目标的达成, 销售团队成员在

底线义务的推动下也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合规和不

道德的手段以实现其底线义务, 如向顾客提交虚

假发票以保持较高的销售额, 或者谎报产品质量

以达成交易 , 以及违反与顾客的合同条款等

(Kaptein, 2008)。当领导高底线心态表明底线的唯

一重要性, 并且道德无涉领导发出忽视道德的信

号时, 团队成员会更加认为领导默许他们最大化

经济利益和经济回报。团队成员共同感知到完成

底线义务的唯一重要性, 道德因此淡出团队成员

的视野。只要能完成底线义务, 即便需要采取某

种非伦理行为也在所不惜。进一步而言, 团队感

知领导底线心态调节道德无涉领导经由团队共享

底线义务而对团队导向顾客的非伦理行为产生的

正向间接关系。高团队感知高领导底线心态使这

一间接关系较强, 反之则较弱。 

3.4.3  团队感知的领导底线心态条件下道德无涉

领导经由角色伦理性感知对团队导向顾客

非伦理行为的促进作用 

角色伦理性(role ethicality)指团队成员在多

大程度上共同认为团队的组织角色包含了对行为

道德的期望以及多大程度上体现工作对伦理的要

求和考量(Paterson & Huang, 2019)。这种认知在团

队成员中扩散、分享并达成共识, 最后降低团队

角色伦理性。团队角色伦理性较高时, 表明团队

成员意识到工作角色中包含道德要求, 团队的绩

效不仅要关注角色的完成结果, 同时要关注角色

工作完成过程中的道德; 团队角色伦理性较高时, 

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事已成为团队内部的共识 , 

这使得团队成员不会倾向于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

采取非伦理行为。 

当上司的底线心态在销售团队中被成员共同

感知为较高的情况下, 如果实施道德无涉的领导

方式, 销售团队成员会相信领导之所以不进行道

德指导是将经济绩效的期望置于首位(Babalola et 

al., 2021), 从而降低销售团队成员对自己销售工

作角色的道德认知降低。当团队角色伦理性较低

时, 团队成员为了更多更快的完成销售目标, 可

能通过一些非伦理行为以促进工作完成, 如想尽

办法加快进度完成领导要求的底线目标, 为此不

惜采用一些投机取巧或打擦边球的行为。进一步

而言, 团队成员感知到高领导底线心态可能会促

进道德无涉领导通过团队角色伦理性而对顾客非

伦理行为产生的促进作用。 

4  理论构建与创新之处 

在全球经济发展遇阻、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的

时代背景下, 商业组织坚持伦理管理和加强社会

责任履行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对中国市场经济稳定运行和

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

研究聚焦于道德无涉领导这种广泛存在的领导实

践, 通过系统化的理论研究以期在伦理管理领域

获得具有普适性的创新研究成果, 丰富、拓展和

深化道德维度领导力研究的知识体系。我们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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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道德无涉领导前因与后果的理论框架, 识别管

理者实施道德无涉领导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机制, 力图对广泛存在的道德无涉领导现象做出

解释; 同时, 全面考察道德无涉领导的影响结果、

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 发展和检验道德无涉领导

建设性与破坏性影响的相关理论模型。具体来看, 

本研究可能存在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普适而新颖的研究选题。道德无涉领导在

商业实践中拥趸者众多, 但对这种领导方式的前

因与后果的研究却很罕见。道德无涉领导的模糊

性与具有鲜明倾向的领导方式不同 , 这种道德

“不作为”的特殊领导方式代表了一个既具有理论

延展价值又具有理论紧迫性的研究领域。本研究

可为领导力研究的这一新领域贡献重要且创新的

知识, 为组织伦理管理和社会责任实践提供借鉴

和参考。 

(2)独特而包容的理论视角。本研究在情境强

度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视角下创建道德无涉

理论前因与后果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回应前人对

道德无涉领导产生原因的理论推断, 以几个重要

的个体和情境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式为这种领导

方式的普及原因做出解释; 另一方面基于社会信

息加工过程揭示道德无涉领导影响下属工作绩效

的多重中介机制, 并将不同工作绩效变量所涉及

的对象从内部利益相关者延伸至外部利益相关者

(顾客), 充分阐明道德无涉领导影响的复杂性、多

样性和全面性。 

(3)情境和权变的理论构思。本研究在高绩效

要求和高底线心态的领导特征条件下考察道德

无涉领导的影响结果, 解决了道德无涉领导的道

德“不作为”所释放的信息模糊问题, 说明道德无

涉领导的“中立”道德特征存在双刃剑效应, 提示

组织管理关注这种领导方式带来的负面结果。既

为道德无涉领导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 

也为企业管理者的选拔和培训提供重要的实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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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y do leaders in practice do not respond to the ethical components of business situations? How 

do subordinates react to this kind of leadership style? Drawing on the individual-situatio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and based on the situational strength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ntecedents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amoral management.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nd 

instrumental-ethical cognition framework,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ouble-edged effects of amoral 

management on individual and team’s work performance, as well as identifies the situational conditions of 

amor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gh-performance expectation and perceived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regarding 

amoral management as an important yet understudied ethics-based leadership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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